历史领域中的思想史研究：以余英时先生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为中心

【重点阅读文本】：

《宋史》卷四二七《道学一》（中华书局校点本，12709-12710页）

道學之名，古無是也。三代盛時，天子以是道為政教，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，黨、庠、術、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，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，是故盈覆載之間，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，以遂其性。於斯時也，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？

文王、周公既沒，孔子有徳無位。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，退而與其徒定禮樂、明憲章、刪《詩》、修《春秋》，讃《易》象，討論墳、典，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。故曰：夫子賢於堯、舜逺矣。

孔子沒，曽子獨得其傳，傳之子思以及孟子。孟子沒而無传，兩漢而下，儒者之論大道，察焉而弗精，語焉而弗詳，異端邪説起而乘之，幾至大壞。千有餘載。至宋中葉，周敦頤出於舂陵，乃得聖賢不傳之學。作《太極圖説》、《通書》，推明隂陽五行之理，命於天而性于人者，瞭若指掌。張載作《西銘》，又極言“理一分殊”之情，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，灼然而無疑焉。仁宗明道初年，程顥及弟頤寔生，及長，受業周氏，已乃擴大其所聞，表章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二篇，與《語》、《孟》並行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奥，下至初學入徳之門，融會貫通，無復餘蘊。

迄宋南渡，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，其學加親切焉。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，明善誠身為要，凡詩、書、六藝之文，與夫孔孟之遺言，颠錯於秦火，支離於漢儒，幽沉於魏晉六朝者，至是皆煥然而大明，秩然而各得其所。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，而上接孟氏者歟。其於世代之汚隆，氣化之榮悴，有所闗係也甚大。道學盛於宋，宋弗究於用，甚至有厲禁焉，後之時君世主，欲复天徳王道之治，必来此取法矣。

邵雍髙明英悟，程氏实推重之，旧史列之《隐逸》未当，今置张载后，张栻之学亦出程氏，既见朱熹，相与博约，又大进焉。其它程、朱门人，考其源委，各以类从，作《道学传》。

【提纲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言：宋代理学史脉络的来源

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叙事脉络的三个来源：一，古代的“道统”叙事，二，日本和西方的中国哲学史叙事，三，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。

古代“道统”叙事：

《诸儒鸣道集》与《伊洛渊源录》。

《宋史道学传》的体例。清代钱大昕的批评。

元代吴澄《道统图》、明代黎温《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》。

清代：孙奇逢（1584-1675）《理学宗传》二十六卷；熊赐履（1635-1709）《学统》五十三卷；张伯行《道统传》二卷；《宋元学案》和《明儒学案》。

日本早期支那哲学史：

小柳司气太《宋学概论》（1896）、松本文三郎《支那哲学史》（1898）、远藤隆吉《支那哲学史》（1900-1903），宇野哲人的《支那哲学史讲话》（1914）、《二程子の哲学》（1920）、渡边秀方《支那哲学史概论》（1924）、秋月胤继《朱子研究》（1926）等。

中国的哲学史和思想史论著：

谢无量（1916，中华）、钟泰（1929，商务）、冯友兰（清华学校，1930-1933）。

贾丰臻《宋学》（1933，商务）、陈钟凡《两宋思想述评》（1933，商务）、谭丕模《宋元明思想史纲》（1936，上海开明）。

范寿康、侯外庐、任继愈等。

             一、余英时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的典范意义

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的内容及其争论（略）

二、“遗失的环节”：朱熹入朝与孝宗晚年部署

淳熙九年（1182）九月，王淮为左相，梁克家为右相。

淳熙十年（1183），以施师点签书枢密院事，随即权知参知政事。

淳熙十一年（1184）六月，以周必大为枢密使。

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四月，谍报辽国大石林牙借夏之道伐金国。

淳熙十三年（1186）闰七月，以留正签书枢密院事。十一月，梁克家罢。

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二月，以周必大为右相，以施师点为知枢密院事。七月，周必大和杨万里推荐朱熹为江西提点刑狱公事。十月八日，太上皇即宋高宗薨。

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：

正月，周必大推荐朱熹入朝言事。  

三月十八日朱熹启程。  

三月三十日到信州，四月一日上札因病辞，四月四日到玉山，再上书札辞。在玉山逗留四十余天。

五月，沈清臣上言批评朝廷，用薛叔似言罢王淮。五月下旬，朱熹到临安，与陈亮见面。

六月一日，林栗求见。七日，孝宗召朱熹于延和殿。  九日林栗上书攻击朱熹；稍后，薛叔似、叶适、胡晋臣等先后反驳。

七月，林栗出知泉州。

淳熙十六年即绍熙元年（1189）：

正月，以周必大为左相，留正为右相，萧燧为权知枢密院事，王蔺为参知政事，葛邲为同知枢密院事。

二月，孝宗退位，内禅给光宗。

闰五月，沈清臣罢官，周必大也罢官。

绍熙元年（1190）：
七月，光宗以留正为左相，葛邲为参知政事，胡晋臣为签书枢密院事，王蔺为枢密院使。

刘光祖上疏，批评攻击道学的官僚，被罢官。

绍熙的五年间，朱熹始终不再朝廷中。

绍熙五年（1194）七月，皇太子即位为宁宗。

黄裳和彭龟年推荐下，召朱熹，八月又召朱熹为焕章待制、侍讲。

九月，朱熹入京途中到信州，听说内批逐去首相留正。

十月，朱熹入朝给宁宗讲《大学》。

十一月，朱熹罢，接着，陈傅良、彭龟年、刘光祖均罢给事中及中书舍人。

从这里面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什么？

             三、余著的典范性意义

首先，它改变了宋代政治史、文化史和思想史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分期的定论。

其次，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。

再次，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，拓宽了思想史领域。

因此，余英时这部书的典范意义，就是重新确立了思想史的历史学意味，（一）它要求我们在大量的文献资料里面，重建历史语境，寻找和推测古人“可能的动机”，从而确定他对“环境的反应”，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反应，这里的“思想”不仅包括理智的，也包括感受的。（二）再确定这种这种理智的和感受的反应，如何被后来的解释所“升华”，也就是如何被简约化和理论化为某种“思想”或“哲学”的，因此就可以看出这些表面上看来很抽象的理论背后有很具体的背景。（三）最近我们还要看一看，这些“思想”是怎么样被放在某种“道统”或“谱系”里面，脉络化为一种所谓“历史”的。

               四、对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的一些疑问

疑问：第一，宋孝宗晚年部署究竟是什么？ 第二，他是有意扶植道学吗？第三，孝宗为什么马上退位？

特别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。

第一，要注意理想化的士大夫（特别是道学家）的政治设计，和皇帝的政治策略，是有不同的。

第二，要注意的是皇权的复杂取舍和皇帝的复杂心情。

由于余先生把思想史拉进了政治史背景中，一切都变得很复杂了，思想史的脉络，也不是那么单纯的。

结语：打通思想、学术、政治和社会史领域：在历史背景中的“新思想史”

宋代思想史上的几个关键词。

第一个是“道理最大”。

第二个是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。

第三个是“国是”。“国是”又分了“正论”和“异论”，是恪守“祖宗家法”还是违背“祖宗家法”？

第四个是“一道德同风俗”。

————思想的制度化、常识化、风俗化的过程。

余先生的书在这一点上，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空间。能不能打通政治史、学术史、思想史、社会史之间的界限呢？或者说，这些学科界限原本就是划地为牢？
             【讨论题】：（一）学术史的回顾：关于道统叙事和哲学史传统。

（二）重新检查历史文献的记载：理学中的高调理想主义及历史中的现实考虑

（三）如何沟通思想史、政治史、学术史和社会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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